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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筑共和国的微观基础 

——对桐乡“三治融合”实践经验 

尝试性的一种理论解读 

肖滨
1
 

【摘 要】：“三治融合”的创新实践 2013 年源自浙江省桐乡市，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“健全自治、法治、

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”，确认了这一基层创新经验并将之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19 年 10 月，

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“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”。至此，自治、法治、

德治“三治融合”已扩展为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基层治理体系。2020 年 9月 26-27 日，第三届“推进‘三治融合’建

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”峰会在桐乡举行，国内十余位社会治理研究知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。本期刊发一组笔

谈纵论“三治融合”从原发创新到持续创新，以飨读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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桐乡人民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叙述了“三治融合”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。那么，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个故事?回答这个问

题是学者的责任和使命。实践者已经做得很精彩，故事已经讲得很生动，学者所能做的是，在理论上把这个故事阐述得更有意

思一点。刚才张文显老师演讲的标题是“三治融合”之“理”，显然，他也是想回答这个问题:解释“三治融合”所蕴含的道理。 

就学术研究而言，回答来自实践中的问题，学者需要寻找理论资源与理论视角。所以，我想尝试以共和主义为理论视角，

看能否解读桐乡的“三治融合”实践经验。 

共和主义当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理论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不管是古典的共和主义还是现代的共和主义，其实它的内部存在一

个理论三角，就是自治、法治与德治。简单来说，自治的实质是民众自己做主——自我管理、自己当家，用桐乡经验表述就是

“民事民管，民事民议，民事民办”，因此，桐乡经验中的“自治”，与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精神是一致的。法

治是什么，法治是规范自治的制度与机制。“美德”，作为公共生活中的“公德”，则是支撑自治的公共精神和价值资源，它

也是一种文化资源。 

中国走向共和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。从历史的经验来看，共和国不仅需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上层结构，如共和国的国体

和政体，也需要以广泛而坚实的微观共和作为基础，基层(村、居等)就属于这种微观基础。我以托克维尔的一个观点来支撑这

种判断。十九世纪 40年代，当托克维尔作为法国人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就发现，美国的社会自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基础，

就是它的乡镇组织。托克维尔说过一句话:“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，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。”其实，

他所说的自由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民众在社会治理中的自治。这说明，共和国大厦的搭建是需要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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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这个视角，在我看来，桐乡“三治融合”的基层善治实践就是在探索如何构筑共和国的微观基础。我们以三点简单的

理由来展示“三治融合”实践中的共和主义品质。 

首先，“三治融合”把自治、法治和德治三大元素有机地叠加起来，并且相互支撑。这一叠加不是简单的叠加，它是有机

叠加在一起，相互支撑与融合。“三治融合”的核心载体是“一约两会三团”(村规民约、百姓议事会、乡贤参事会、百事服务

团、法律服务团、道德评判团)。其中，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是自治的核心，也是自治精神的集中体现。自治的主要运作机

制是参与、协商、公开、监督等，因此，它有一个“六步法”的商议机制，这就是制定民意调查“提”事、征询意见“谋”事、

公开透明“亮”事、回访调查“审”事、村民表决“定”事、全程监督“评”事，这个“六步法”把自治的运作程序化、操作

化了。村规民约则是作为规则的公约体系(包括小区公约、楼道公约、市场公约、企业公约等)的具体体现，加上法律服务团提

供的各种法律服务，这就为自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。而道德评判团及其运作则在很大程度上为自治奠定了社会公德基础，因此，

我建议把道德评判团中的“道德”二字改为“公德”，因为道德包括公德和私德，这里用公德的说法可能更恰当一些。总之，

在“一约两会三团”的架构和运作中，自治、法治、德治这三大元素是有机地叠加在一起的。 

其次，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开始呈现二元主体的对称性结构，一种趋向平等的互动关系初步形成。在翻阅郁建兴教授编写的

《读懂“三治融合”》小册子时，我发现三句话，也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。第一句话是“以自治增活力”，这个说法显然是

从治理者的角度来说，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句，以此与之平行、对称:以自治来参与。因为，从治理者角度来看，自治会增强

社会活力，但是，对被治理者来说，他们通过自治可以参与进来，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。这就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在自治

层面实现对称性的互动。第二句话是“以法治强保障”，这是治理者希望实现的目标;而对被治理者而言，则是“以法治立约

束”。第三句话是“以德治扬正气”，这也是从治理者角度来说的;那反过来对被治理者来说，就可以说是“以德治显公德”。

这样，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的三个维度上，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关系就不属于前者对后者凌驾性、管控性的关系，而是一个对

称结构、一种互动关系。共和主义要求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是平等的，没有一方是高高在上的，这是“三治融合”可能具备的共

和主义的又一个品质。 

第三，数字化治理的系统用数字化的技术把三治融合起来。这套数字化的治理系统包括“微嘉园”“三治积分”等。尤其

是“三治积分”制不仅把“三治融合”的运作量化了，而且把其评判机制量化了，因此，它不只是局限于“德治”这一块的量

化，它实际上把整个“三治融合”的内容都量化了:在昨天发布的《桐乡市“三治融合”积分管理实施规范》中，积分的内容包

括“自治内容”“法治内容”和“德治内容”三个部分。在某种意义上讲，可以把数字化的方式视为粘合“三治”的胶水，一

种技术的“胶水”。当然，我注意到这一套系统可能不够完善，但正如桐乡市委盛勇军书记所言，需要用“整体智治”为“三

治融合”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插上赋能的翅膀。 

总之，可以简单地把“三治融合”的共和主义品质归结为“123”:一套“整体智治”的数字化治理系统、两个(治理者和被

治理者)平等、互动的治理主体、自治法治德治的“三位一体”。 

最后，如果理论也可以想象，那我想象一种中国的共和主义理论，或许可以称之为“四治融合”论，包括自治、法治、德

治和智治。通过“四治融合”的基层善治实践，线上和线下相结合，为共和国构筑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。之所以是中国的共和

主义，是因为它立足于中国的政治、法律、社会、历史与文化:政治上以党的领导为权威保障和政治基础，法律上以宪法和包括

民法典在内的共和国法律为根据，扎根中国的社会土壤，植根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探索中国的共和主义理论，

应该基于中国的政治条件、基于中国的法律基础、基于中国的社会土壤、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，在这个基础上探索法治、

自治、德治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和整合。如果这样，也许能够探索出一个中国的共和主义理论来。 


